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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文学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两难的境地：

一是承袭着悠久辉煌的文学遗产，体裁、题材、

风格、技巧，千辛万苦获得一点成就，然而回溯

古人，早已被古人占了先机，明清人深感举步维

艰；一是程朱理学被确定为惟一专断的官方哲

学，渗透到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文

学领域，钳制、禁锢戕害了文学思维与文学情

感，议论化、理性化的理学诗和啴缓冗沓的台阁

体在明代前期很长一段时间统治着文坛。明清

人必须在这两种压制之下寻求出路与解放，从

程朱理学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从古人辉煌的照

耀下寻求自我的位置。为了摆脱理学对文学的

钳制和戕害，他们希冀在“复古”的口号下，使文

学回复到其自身的本位。超越古人，自立面目，

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文人必然追求的目标，求

一



新求变，则是明清文学的另一种张力。不论是复古，还是求新求变

明清人都在寻求文体和文心的解放，促使文学贴近时代，贴近人生

贴近个体的生存状态与心理感受。

明代复古派最大的功绩是区别文学与非文学，使文学回到其本

体。李东阳《麓堂诗话》第一则就说：“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盖六艺

中之乐也。乐始于诗，终于律，人声和则乐声和。又取其声之和者

以陶写性情，感发志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有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

觉者。后世诗与乐判而为二，虽有格律而无音韵，是不过为排偶之文

而已。”乐与诗的结合，最终定型于格律，但是并非有了格律就是诗

只有“声之和者”，对人的情感、志意、血脉、精神发生激动作用的才可

称为诗歌的声律，在声律论的外壳里装进了“陶写性情，感发志意

荡血脉，流通精神”的内涵，抒情性、个性、感染性、想象性的诗歌声律

本体得到了突出。因此，李东阳的声律论一方面区分了诗文之别，更

重要的是区分了诗歌声律与非诗歌声律的差别，在诗歌的苑地里剔

除了押韵的学问诗、议论诗、性气诗之存身之所。李梦阳的《缶音序》

把诗乐之能否入管弦看作诗的生命要素。宋诗就是徒有格律而不能

感发志意，流动血脉，所以犹如土木形骸。

声律是诗的外部特征，抒情则是诗的内在功能。李梦阳《与徐氏

论文书》云：“夫诗，宣志而导和者也。”《叙九日宴集》云：“天下百虑而

一致，故人不必同，同于心；言不必同，同于情。故心者，所谓欢者也；

情者，所谓音者也。”李梦阳讨论情的突出特点，是他总是在考察情的

运动状态。《梅月先生诗序》说：“情者动手遇者也。”“遇者形乎情，情

者形乎遇。”《鸣春集序》说：“窍遇则声，情遇则鸣。吟以和宣，宣以乱

畅，畅而咏之，而诗生焉。”《刻戴大理诗序》说：“情感于遇，故其言人

人殊。”情是永恒的，情也是多样的，但诗歌的抒情是一个复杂的心理

过程，并不是有情就可以成为诗人，也不是随时随地都可宣泄其情。

感情的产生、抒发需要外部环境的刺激，这就是“遇”。“遇”本身就是

，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惟有所

一个运动状态，但这只是起点。在“遇”的激发下，才会产生创作心理

的一系列运动。“遇”还是主客观的契合，也就是情和境象的珠联璧

合，水乳交融。李梦阳“遇”的观点，在明末清初被钱谦益所接受，

“遇”里包含了时代的变迁和个人际遇，而成为钱氏“灵心”“世运”“学

问”诗学纲领中的“世运”。

在创作论上，复古派的理论核心是比兴。严羽《沧浪诗话》里所

说的“妙悟”“兴趣”“当行”“本色”都包含着比兴手法的运用。李东阳

明确提出比兴是诗的主要表现手法。《诗话》云：

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兴者，皆托物寓

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

寓托，形容摹写，反复风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

爽飞动，而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

宋诗充分发挥了赋的手法，忽视了比兴手法。李东阳认为铺陈直叙，

易于言尽意尽，而比兴手法能感动读者，引发读者的联想。所谓比

兴，即“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风咏”，“寓托”是其意，“形容摹写”

是其形，“风咏”是其音，意、形、音三者为“情思”。李东阳这段话是复

古派论述比兴的纲领性文字，后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的论述大致不出

这一范围。李梦阳《缶音序》说：“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

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

而不迫。故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也。”“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

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

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咢也，呻也，吟也，行呫而坐歌，食咄而

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

李梦阳把比兴论又推进了一步，诗中能否用比兴，直接关系到诗中是

否有情，而诗中情的有无，又决定诗中诗性的有无。何景明《明月篇

序》把比兴论作为批评武器，批评杜甫的歌行体“博涉世故，出于夫妇

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王廷相《与郭价夫论诗书》



批评杜甫叙事诗“漫敷繁叙，填委事实，言多趁贴，情出附辏，此则诗

人之变体，骚坛之旁规也”。提出“诗贵意象透莹。⋯⋯使人思而咀

之，感而契之”。重比兴而弃铺叙，是复古派文学创作论中最有特色

的理论。

复古派的文学本体论在明清文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朱彝尊

《静志居诗话》卷十“李梦阳”条云：“成、弘间，诗道傍落，杂而多端，台

阁诸公，白草黄茅，纷芜靡蔓⋯⋯理学诸公，‘击壤’‘打油’，筋斗样子

⋯⋯北地一呼，豪杰四应。”复古派的理论经过后七子的进一步推进，

为诗歌创作脱离宋诗、台阁体、性理诗的影响澄清了是非，使诗歌回

到了文学的本位。但是，任何一种理论都是针对当时的问题而提出

来的，它的理论锋芒常常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解决了现实中急待克

服的问题，一方面其理论本身不可能完美无缺，在解决了现实问题之

后又成了他人攻击的理论弊端。复古派限隔时代的文学史观，模拟

汉魏盛唐的格调论，在文学实现了其本体面貌后，就成了限制文学个

性化、自由化的桎梏，也与日益深化的个性解放思潮相龃龉。入清之

后，儒家诗教中“温柔敦厚”和“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的因素突现出

来。代表人物沈德潜在修正复古派理论一些不周严之处的同时，也

把原本就期待和盛世互为表里的文学心态引导到对封建王朝的依

附，内容上为封建政治服务，风格上褒衣博袑。袁枚的《答沈大宗伯

论诗书》驳其“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指出就是

《诗经》既有可以兴、可以群之诗，也有可以观、可以怨之诗；既有“迩

之事父，远之事君”，与人伦日用有关系之诗，也有“多识于鸟兽草木

之名”，与人伦日用无关系之诗。

如果说复古派把文学从理学和道学体中解放出来，使文学恢复

了本体，那么，公安派则适应了万历时期思想解放的思潮，进一步推

进了文学的文体解放和文心解放。针对复古派尊唐抑宋、限隔时代

的观点，提出了“变”的观念。袁宗道的《论文》批评李梦阳“嫌时制不



文，取秦、汉名衔以文之，观者若不检《一统志》，几不识为何乡贯矣”。

批评王世贞“西京以还，官师郡邑，其名不雅驯，虽子长复出，不能成

史”的观点，云：“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字奥句，

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即使《史记》《左传》也是上古语言变化的产

物，而数千年后之文要用数千年前人的语言，其谬可知。袁宏道把乃

兄语言因时而变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与江进之》《雪涛阁集

序》等文反复论证“古之不能为今者，势也”，“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

也”的道理。

复古派津津于法，认为“法”如“方圆之于规矩”，是古今不变的。

公安派也论法，但他们认为法是一个常变的概念，变就是法。袁宏道

论述诗歌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法因于弊而成于过者也”的因革变

化史，“矫六朝骄俪灯饾之习者，以流丽胜，灯饾者固流丽之因也，然

其过在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阔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

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

僻矫之，然奇则其境必狭，而僻则务为不根以相胜，故诗之道，至晚唐

而益小。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

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见宋

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雪涛阁集序》）。袁宏道所说

的法与复古派的音节字句之法不同，而是指穷通变化的通变之法。

正是从通变的角度，公安派在肯定宋诗的同时，也认识到了宋诗的弊

端：“其弊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诗之弊

又有不可胜言者也”。扬宋并不是把宋诗宋文作为追摹的范本，而是

从流与变中明确明代人的出路不在于复古，而在于变宋。

为了达到文心解放的目的，公安派标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

口号。这一观点深刻地反映了晚明以自然人性为哲学基础的思想解

放、个性解放的特色。公安派的“性灵”，从三方面切入了文心。其

一，人欲。袁宏道万历二十四年写的《叙小修诗》是一篇纲领性文章。



剽窃成风，

说小修的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

笔”。那么小修抒写了怎样的性灵？袁宏道说：“盖弟既不得志于时，

多感慨；又性喜豪华，不安贫窘；爱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顷

刻都尽，故尝贫；而沉湎嬉戏，不知撙节，故尝病；贫复不任贫，病复不

任病，故多愁。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

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小修的性灵大抵感发于人欲，功名利

禄，挥金如土，贪图享乐，沉湎酒色，豪华热闹。在天理与人欲的对峙

中，人欲彻底打垮了天理。小修纵欲而贫病，贫病而愁，情欲相激而

吟诗。人为情欲之物，因有欲而性灵乃见，性灵通于“人之喜怒哀乐、

嗜好情欲”。其二，语言。复古派从李东阳起就研究汉魏盛唐诗的音

节文字，此后复古派始终没有摆脱从声调上设情的思路。公安派要

充分发挥语言表达情感思想的功能，云：“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

舌者也”（袁宗道《论文》），“信心而言，寄口于腕者”（袁宏道《叙梅子

马王程稿》），“郁与口相触，卒然而声”，“返而呼者不择声”（袁宏道

《陶孝若枕中呓语》），这样才“情真语真”。袁宏道致张幼于书抨击当

时文坛的不良风气：“粪里嚼查，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

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

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

言诗，安在而不诗哉？”激于此，袁宏道的“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不免

有“矫枉之过”。其三，格调。格调论是复古派的理论核心。袁宏道

打破了格调说的美学禁锢，指出“代有升降，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

极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变就是优，就可贵。“古有

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与丘长

孺》）平等了古今，格调论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袁宏道还指出格调

论在创作中产生的恶劣后果。《姜陆二公同适稿》总结苏郡文风的演

变：弘、正间，才艺代出，斌斌称盛；后徐祯卿变吴歈而趋北地，王世

贞、王世懋兄弟相继而起，“高自标誉，务为大声壮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水浒传 诗》云：“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

万口一响”，此风一开，“市贾佣儿，争为讴吟，递相临摹”，见有一语出

格，或句法事实非曾见者，则极诋之为野路诗。针对这种风气，袁宗

道提出“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语

言，无意见虚浮，虚浮则雷同矣”（《论文》）的观点。袁宏道以“真”

“新”来反对格调。“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

之面貌乎？”（《与丘长孺》）“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

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答李元善》）

从人欲、语言、格调切入性灵，标志了晚明文人精神世界的解放洒脱。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稽勋宏道》云：“中郎之论出，王、李

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性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

涂泽之病，其功伟矣。”

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看，无疑明清是戏曲小说称胜的时

代。明清的戏曲小说空前繁荣，数百年间，高潮迭起，产生了一批又

一批杰出的作家和经典作品。而引领这种现象的是文学观念的变

化。明清文人不再把戏曲小说看作不登大雅之堂的俗作，而是给予

极高的评价。李贽称《西厢记》《水浒传》为古今至文，在这些至文面

前，说甚么六经，说甚么《语》《孟》（《童心说》）。李开先《词谑》评《水

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一

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此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者

也”。把《水浒传》与《史记》相提并论，批评那些非议《水浒传》“奸盗

诈伪”的人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袁宏道对《水浒传》更是赞扬

有加，其《听朱生说

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一雨快西

风，听君酣舌战”。袁宏道竟然说《水浒》超过了《六经》和《史记》。李

二



觞政》）。谢肇淛

贽也称《水浒传》为“发愤之作”，把它和《史记》、杜诗等并列为宇宙内

的“五大部文章”。还对小说进行了评点，其评点本成为当时书坊的

畅销书，书商们争相冒其名以促销。崇祯刻本《新刻剑啸阁批评东西

汉演义序》说到《水浒传》及李贽的评点所产生的魅力：

里中有好读书者，缄嘿十年，忽一日拍案狂叫曰：“异哉！卓

吾老子吾师乎？”客惊问其故，曰：“人言《水浒传》奇，果奇。予每

检《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有若《水

浒》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使人捧玩不能释手者也。若无卓老

揭出一段精神，则作者与读者千古俱成梦境。”

这位激赏《水浒传》和李贽的评点者，又一次把《水浒传》与经、史进行

比较，结论是《水浒传》远胜于经史。

《金瓶梅》问世后，又得到了晚明人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袁

宏道读了作品“前段”，就说此书“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

（《董思白》）。后又称《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

的《金瓶梅跋》对其书内容之广泛、描写之成功作了经典性的评论。

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

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

驵 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谀逢迎，奴佁之稽唇

淬语，穷极境象，骇意快心。譬之范工传坭，妍媸老少，人鬼万殊，

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

明代后期的著名文人以极大的热情介绍、评论、评点戏曲小说，而且

动辄把戏曲小说与经、史相提并论，甚而比经史更具阅读价值，更有

认识时代的意义，更能表现文学的艺术功能。可以说，明代后期是中

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为通俗文学争地位的时代。这个时代表明以诗文

为正宗的文学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也预示了大量文人将会进入通俗

小说的创作领域。

明清时代，雅文学与俗文学双峰并峙，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



超过了同时代任何一个理论家对社

在审美趣味上则存在着通俗文学崇雅和传统诗文尚俗的倾向。明初

瞿佑的《剪灯新话》变俗为雅，其势一发而不可收，清初蒲松龄的《聊

斋志异》“以传奇法志怪”，登上了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白话小说由

文人整理、加工、再创作，发展到文人独立创作，逐渐由书场走向案

头，艺术上由粗糙变为精雅。明清戏曲同样经历了文人化、案头化的

历程。在通俗文学雅化的过程中，文人意识的渗入是通俗文学趋雅

最深层的因素，它影响到了作品的思想品位、情节处理、结构布局、艺

术风貌等诸多方面。例如《三国演义》，明蒋大器的序说：“前代尝以

野史作为平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

之。”“言辞鄙谬”的实质是作品思想逻辑的肤浅与荒诞。从现存《三

国志平话》看，它的故事框架是因果轮回，它所渲染的是否极泰来，这

种思维方式属下层民众面对历史的更替、描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

故事时那种幼稚的编造。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则着眼于揭示

历史更替、国家兴亡的内在逻辑，并把君臣遇合、人才聚散、政治伦理

作为诠释历史的基点，这就不能不是文人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念的表

现。由于这种意识对故事的统领，使其超越了征战杀伐、兴亡更替的

历史表象，而具有了深邃的人文精神。再如戏剧《牡丹亭》，以舞台、

人物、情节演绎以情反理的主题，展现自然人性的生动、丰富。西方

的思想家们喜欢用文艺的形式表达他们的理论观念，我国古代除了

诗文，戏曲鲜有这种情况。而《牡丹亭》几乎是戏曲史上惟一的一部

阐释当时哲学思想的作品。如果不是具有独立品格、站在社会思潮

前沿的思想家、文学家汤显祖来处理这个题材，很难设想在金榜题

名、奉旨成婚的框架内表现出如此深刻的哲学命题。正是由于文人

意识的全方位渗透，才会出现熔铸了清初几代人反思朝代更替与国

家兴亡的作品《长生殿》和《桃花扇》，才会产生对专制制度的残暴、封

建礼教的虚伪、科举制度的荒谬进行揭露和批判的《儒林外史》和《红

楼梦》。它们是那样的深邃



令后人叹为观止，难以望其会的剖析，它们又是那样的完美优雅

项背。

文人加入通俗文学的创作，不仅影响到了作品的思想深度、艺术

品位，就是技术层面的东西也发生了根本的改观。例如小说中的景

物描写，明代小说普遍表现得比较拙劣。古代文人不是不会观察自

然，描写自然，早在魏晋南北朝时，陶渊明和谢灵运等人就表现了极

高的描写自然的成就，他们观察自然，亲近自然，表现自然，自然是他

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的艺术生命，为什么到明代写小

说时面对自然就显得笔下无灵？例如《水浒传》每到景物描写，就“引

诗为证”。十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写“五月天

气，虽是晴明得好，只是酷热难行”，后引八句诗以写其热。后又写六

月初四时节，“天气未及晌午，一轮红日当天，没半点云彩。其日十分

大热”，又引古人八句诗。整个小说，写景大致如此。但清代小说则

是另一番景观。如《儒林外史》第一回以王冕的视角描写道：

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

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山，青一块，

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

里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

这一段景物描写真切而富有层次，且与人物互相生发。《红楼梦》的

环境描写更加精彩，不仅景物具有独立的审美品格，且与人物个性、

情节的推进有内在的关系。明代小说和清代小说仅在景物描写上的

差异，其根本的原因是前者较多地受民间作品影响，后者则纯系文人

之作。明代小说作者的无考使我们无法判断作者是否具备观察自

然、感受自然的审美能力，但清代小说的作者如吴敬梓、曹雪芹则都

是诗词歌赋的作手，他们把用诗词歌赋表现自然的艺术素养移挪到

白话描写中。因此，明代小说的人物描写、心理描写、环境描写等技

术上的简单肤浅，不是小说水平的问题，而是作者的问题。作者的改



变，带动了通俗文学的全面雅化。

崇雅只是明清文学审美追求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尚俗。

文学的尚俗有极为深刻的经济、思想背景。宋元以后，商业日益发

达，四民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四民之末的商人在明清是最活跃的

阶层，弃士而经商，商富而从儒，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四民异业而同

道”，“士商异术而同志”的观念直接带动了文人的市民化。元明之交

的杨维桢家本经商，富足豪奢，生活放纵，诞情傲世。其诗歌写人之

不敢写，言人之不敢言，缛丽妖冶，流于放荡，被人指责为“以淫词怪

语裂仁义”，究其实质是市民文学的世俗化与趣味化在传统诗文中的

折射。明中叶，在经济和文化都比较活跃的东南地区，吴中文人再一

次将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投放到市井。自命“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

唐寅，《阊门即事》描绘吴门市廛的繁荣：“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

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他热情地讴歌道：“世

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对市井生活的钟情，使他的诗歌充

溢着俗情俗趣。如写不甘沉沦的进取精神：“人言死后还三跳，我要

生前做一场”（《夜读》）。感慨世事：“富贵荣华莫强求，强求不出反成

羞。有脚伸处须伸脚，得缩头时且缩头”（《叹世》）。王世贞讥其为

“如乞儿唱莲花落”。事实上就是追求古雅的复古派也对民歌特别青

睐。入清后，重学求雅是主流，但尚俗仍是一股潜流。郑燮的书信，

傅山的小品，前者是著名画家，后者是著名学者，无论内容还是语言

还是作者所刻意追求的效果，无不流露出对世俗化的钟意。

明清是封建社会的末期，封建政体高度纯熟精密，集中皇权，加

强思想统治，使集权政体与意识形态成为一个严丝合缝的整体，是明

清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也是明清统治者的良苦用心。为了达到专

三



山人记》直接了当地说：“宋无诗。”《论学》说：

制集权的目的，废除 相制，设立内阁及军机处；为了达到钳制天下

人的思想与言论，把程朱理学作为皇朝运行的惟一思想理论，并把这

种思想理论与功名富贵结合在一起，贯彻到教育制度、选拔制度以及

民间伦理之中，同时还实行严酷的文字狱，恩威并施，迫使天下人统

一思想统一言论。但事情的走向并不像统治者预想的那样。明清的

商品经济活跃，城镇发展较快，多元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多元的思想形

态，程朱理学的独断统治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人生而就是一种思想的

动物，追求个性，追求解放，是人类进步的内在动力。不管统治者如

何苦心经营，都不能禁锢人思想的欲望。明清两朝，一方面是程朱理

学被钦定为官方哲学，对人心实行严密控制的时期；一方面又是心学

高度发展、影响社会行为和社会变革，成为专制政治、程朱理学的批

判武器的时期。思想史上的这些动态，文学无不与之桴鼓相应，有时

比思想家的论述更生动、深刻、全面。

董其昌《合刻罗文庄公集序》总结明代前后期思想界的变化，云：

成、弘间，师无异道，士无异学，程朱之书立于掌故，称大一

统；而修词之家墨守欧、曾，平平尔。时文之变而师古也，自北地

始也；理学之变而师心也，自东越始也。北地犹寡和，而东越挟

勋名地望，以其一家之言，濂洛考亭几为摇撼。

弘治、正德时期是明代思想界、文学界发生变化的分水岭。之前可以

称为“述朱”的时代，之后则是“变朱”的时代，文学上北地的李梦阳与

哲学上东越的王守仁以“师古”“师心”相呼应，拉开了明代思想和文

学变革的序幕。李梦阳文学复古的背景是批评宋诗，否定宋诗。《缶

音序》说宋诗既无古调，也无唐调，其词不香色流动，如神庙土木形

骸，冠服与人。《潜

而泥。

“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物理篇》说：“宋人不言理外之事，故其失拘

批评宋学是李梦阳在哲学层面与王学的呼应，批评宋诗是他

在文学层面的呼应，质疑和抨击程朱理学。李梦阳主要就情与理、欲


